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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传播伦理失范现象屡屡出现，建设负责任、讲伦理的科学传播事业不仅要对其伦理内涵

有深刻认知，更需进一步探究复杂情境中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模式。本研究结合案例分析了科学传播伦

理与科技伦理、传播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关联，阐述了平等原则、可用原则、时机原则等由科学传播自身

特质决定的本征伦理，由此构建了以科技伦理、传播伦理、社会伦理等为第一重伦理组成，本征伦理为

第二重核心构成的科学传播伦理多维内涵。为进一步加强复杂科学传播情境中的伦理实践指导，研究基

于“融贯权衡”方法，吸纳功利主义“整体利益最大化”和义务论“底线伦理”核心理念，提炼出了讲

伦理的科学传播实践模式，为我国科学传播提供了一个伦理分析“工具”。

关键词：伦理  科学传播  科普  义务论  功利主义

Abstract: Ethical misconduct in science communication has occurred time and agai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esponsible and ethical high-quality science communication requires not only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ethics in science communication but also the further exploration of operable practice modes in 
complex science communication situations. This study first analyz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ethics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and the eth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ethics and social ethics with the help of 
case studies, and then elaborates on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the principle of availability, the principle of timing 
and other intrinsic ethics embodied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itself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studies, thus constructing a multi-dimensional connotation of ethics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To further enhance 
the guidance of ethical practice in complex science communication situations,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method of 
“integration and trade-off”, and incorporates the core concepts of utilitarianism “maximization of overall interests” 
and deontology “bottom-line ethics”, and extracts an ethical mode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practice, which 
provides an ethical analytical “tool” for the practic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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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翼理论”指出发展科学传播事业是国

家的长期任务。良好的科学传播对于建设科技

强国、构筑健康社会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我国科学传播工作不断繁荣、发展图

景焕然一新之际，不少学者却发现当今科学传

播暴露出了相当多伦理问题，它并不像公众所

想象的那样纯洁公正，其中也参杂着虚伪、欺

骗、工具化与利益的交锋。[1] 科学知识的传播

与分配作为一种具有建构属性的社会行为，其

伦理失范问题不免对科学传播事业的良性发展

和科学精神文化造成损害与侵蚀。由此，明晰

科学传播伦理内涵与原则、规范科学传播内容

生产分发流程、加强科学传播伦理治理对我国

科学传播事业良性发展有着重要意义。[2]

近年来，国内外有关科学传播伦理的学术

研究日益丰富，相关研究从肯定科学传播具有

伦理属性，[3] 到探究科学传播伦理的基本内涵，
[4] 再到厘清具体的伦理原则，[5]，[6] 以及对特定

科学传播策略（例如叙事科学传播）的伦理讨

论，[7] 这一学术研究进路正迈向更为细致的实

践导向。然而，就整体研究图景而言，大多数

学者仍以探讨科学传播的基本伦理原则为主，

例如提出科学传播应坚持向善价值导向，关注

公众的健康、安全、福祉 [8] 等，颇具宏观色彩。

这些原则虽然把握了重要方向，但对复杂社会

情境下如何开展合乎伦理的科学传播实践的指

导能力略显不足。这一伦理研究所面临的现实

挑战是，科学传播是涉及多个领域的复杂混合

体，伦理属性与实践困境的双重复杂性亟待相

关研究能够对科学传播伦理的外延范畴、内涵

核心乃至实践原则作出更加全面的思考，实现

科学传播伦理从学术研究到在地实践的有效转

化，切实赋能科学传播伦理从倡议到行动。

一、多维内涵：相关领域的伦理援引
与科学传播的本征伦理

科学传播扎根于科学史、科学哲学研究，

其目的是从科学文化视角，探讨现代科学传播

如何处理科学与公共领域之间的良性互动关

系，解决科学与社会间的矛盾和张力及其所引

发的社会、文化、伦理问题。由此，科学传播

不仅关注科学事实、科学知识的传播普及，更

进一步地探讨科学价值与观念层面的内容，包

括科学方法、过程、思想、精神、价值观等的

传播及科技之于社会的影响。

科学传播伦理主要涉及科学传播中什么是

好的、道德的讨论，其目的在于协调科学与社

会之间的关系。科学传播是关涉多个范畴的复

杂实践，其伦理问题与科学、新闻、传播、教

育等众多领域均有关联，因此，现有研究也多

从这些相关领域为科学传播寻找伦理规范的指

导起点。[6]，[9]

1. 第一重：科技、传播、社会伦理对科学

传播的伦理援引

科学传播伦理的学术研究大致存在：科学

研究中的传播道德、传统科学报道的新闻伦理、

围绕科学争议政策的伦理争议报道和科学在社

会中的伦理角色这四个方面的讨论，[7] 映射出

科学传播与科技、传播、社会三者紧密的伦理

关联。尽管也有学者探讨了教育伦理等对科学

传播的指引作用，[6] 提供了不同的思考侧面，

但本研究认为科技、传播和社会伦理对科学传

播伦理产生了最为显著的影响，因此下文将着

重阐释这三者对科学传播在内容底线、传播过

程及公共影响上的伦理导向作用。

（1）科技伦理约束科学传播的内容底线

科技伦理是涉及科技与人、自然、社会间

关系的伦理体系，包括以人为本、公正负责、

公开透明、科学知识应当为整个社会共有等原

则，关注科技的负责任和向善发展。

以科学技术为传播内容是科学传播有别于

其他传播过程的关键要素，科技伦理的价值导

向决定了科学传播内容的导向与正当性，[6]“向

善”“负责任”等科技伦理原意在指导科学本

身应该如何展开，却也反应在科学传播的伦理

精神之中，常常与科学传播的目标产生共鸣。[9]

近年来，在“两翼理论”指导下，科学传播与

科技领域变得更加密不可分，尊重人的尊严和

生命权、公开透明保障知情权、避免偏见歧视

等科技伦理原则应当成为科学传播中必须遵循

的价值导向与内容底线，违背科技伦理的科学

《自然辩证法通讯》  第 46 卷  第 11 期（2024 年 11 月）: 89-98

J D
 N



91

传播则将带来科技危机与社会风险。2018 年 11
月 26 日，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宣布一对

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当日下午，人民网

深圳频道随即推出专题科技新闻，赞扬“中国

基因编辑技术实现历史性突破”。人体胚胎基

因编辑本身严重违背了生物医学伦理原则，而

媒体却罔顾科技伦理底线对此大肆正面报道，

致使这一伦理审查缺失的科技新闻引起了社会

舆论的轩然大波和中国科技界形象的严重受

损。科学传播是科技领域的紧密外延，应将符

合科技伦理价值导向作为科学传播的基本要求

与内容底线，确保科学传播能更好地促进人类

进步、维护社会秩序与和谐稳定。

（2）传播伦理规范科学传播的传播行为

与其他传播过程一样，科学知识的传播同

样具有道德价值、存在善恶之分，需要遵循传

播伦理的共同准则。传播伦理是一切传播媒介

和传播主体关于传播价值、传播内容、传播行

为应然规范的总和，[10] 尽管不同情境下传播伦

理的具体原则有所区别，但客观、真实、准确

等普适性伦理仍能对科学传播的传播过程作出

规范。

近年来，日渐兴起的媒介化问题正严重威

胁着传播伦理的落实。随着媒介逻辑对社会秩

序全方位的影响和控制，这一逐渐扩大的媒介

化趋势开始蔓延到科学传播领域，并滋生出“科

学媒介化”问题。[11] 科学传播媒介化倾向的第

一重表现是对时效性与新闻价值的失当追求，

造成对科学严谨性的侵蚀与冲击。贺建奎事件

中，这一消息何以迅速发酵并扩散出巨大影响，

媒体的抢先报道亦是重要导火索。在贺建奎发

布基因编辑婴儿诞生消息当日下午，人民网深

圳频道“紧跟其后”，随即推出了正面立场的

科技报道。不难看出，在时效性与新闻价值的

媒介逻辑刺激下，媒体不断压缩着传播伦理的

规范与信息把关过程，以致造成各类伦理失

范。第二重表现则是科学内容生产的专业要求

受到“流量为王”冲击，致使追求商业利益而

疏漏传播责任的问题愈演愈烈。例如，“量子

美容可除皱抗衰”“干细胞化妆品可修复皮肤”

等谣言以“黑科技”“医疗科学知识”为包装，

披着科普的外衣骗取消费。强调转、赞、评等

流量变现指标的互联网平台逻辑也刺激着一些

科学传播者制造噱头、捏造事实、嫁接素材以

吸引点击，严重违背客观真实传播伦理，助长

了科学谣言与网络伪科普的恶劣风气。

伴随媒介技术的发展，自媒体与公众科普

的涌现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的科学传播内容

中心化结构与生产把关机制，致使互联网科学

传播生态更为复杂和难以把控。面对传播主体

扩容带来的现实挑战，仅靠法律规制等硬性约

束显得力不从心，强化全社会科学传播主体的

传播伦理意识、加强传播过程伦理约束和引导

便显得尤为重要。

（3）社会伦理把控科学传播的公共影响

科学传播具有教育广大公众、形塑科学文

化的社会功能，引导了大众对科学的想象、认

知与评价。科学传播一方面具有社会道德的建

构功能，即能通过科学知识的传播协调社会行

为、维持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还具有社会道德

消解功能，体现在不良科学传播信息会对社会

正能量造成损害。

受“科学”客观中立固有印象的影响，传

统观念认为以传播科学知识为本的科学传播是

价值中立的。实际上，科学传播并非大众想象

中的“方外之地”，并在近年来逐渐展露出作

为意识形态角力场域的倾向，披着科学外衣输

出某种意识形态、潜移默化侵蚀社会健康有机

体的现象已屡见不鲜。曾经的头部科普自媒体

“回形针 PaperClip”就曾以客观传播科学的立

场在视频“如何快速消灭全世界的森林”中暗

指中国肉蛋奶消费致使巴西森林面积衰减，引

导了观众的错误联想和无端愤慨。近年来，我

国面临的意识形态斗争愈发严峻，科学传播在

价值导向和公共影响上应自觉契合社会伦理，

时刻关照并约束科学传播行为的社会影响。

此外，正义是人类社会的普遍道德，科学

传播正义与否体现于科学传播目的与动机：科学

传播是出于“行善”还是“作恶”？一些传播

者出于获取更多科研资助的目的，以促进公众

对科研项目的支持为动机展开科学传播，[8] 以

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方式设置信息传播的“框架”

科学传播伦理的多维内涵与实践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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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受众的议题信念产生隐性影响，[12] 例如，纳

米科技的支持者们会集中讨论纳米科技的经济

效益与社会进步以获取认可，以致掩盖技术的

未知风险，阻碍公众知情权益，破坏民主决策

进程。还有一些大学或机构付费撰写“原生内容”

或软文广告，将经过修饰的科学信息作为科技

新闻刊登在报纸上。[13] 这些有悖正义伦理的科

学传播行为明显缺乏对社会后果的评估和考虑，

模糊了读者理性判断，造成了潜在社会危机。

此时，正义性社会伦理的作用在于确保行为动

机向善，进而保障积极良性的社会影响。

2. 第二重：科学传播的本征伦理导向

传播“科学”，不仅在于传播科学知识，更

包括正确的科学精神、文化与价值观。由此，“什

么是好的科学传播”的伦理判断应该具有两重

含义：第一重，以专业的方式完成给定任务的

能力；第二重，充分传达有关科学和科普的意

义。科技、传播、社会伦理无疑能够指导科学

传播遵循科技伦理底线，符合传播规范及社会

伦理要求，促使其以专业方式完成普及科学知

识的既定任务，形成科学传播伦理的第一重评

判。但是，这些伦理原则却难以作出在科学知

识之外，对于科学传播在传递科学意义与价值

观上的充分指引。科学传播既不是科技，也不

是新闻，也不等同于其他一般的社会行为，科

学传播与这些领域确有密切关联，但更有其深

刻影响着伦理内涵的自身特质。对此，本研究

将进一步厘清科学传播自身特质所作出的伦理

指引，探究科学传播实践何以符合伦理的第二

重评判。

（1）平等原则

科学传播模型是科学传播本质特征的集中

反映，揭示了一个阶段最为主流的科学传播理

念，并作出关于什么是“应当的科学传播”的

伦理界定。传统科普时代，中心广播模型映射

出科学家地位高于普通公众的价值观，彼时，

科普正当与否仅在于能否补偿公众在科学知识

上的缺失、能否通过“兜售科学”进一步确立

科学的合法性。随着社会发展，公民权利与民

主意识深入人心，倡导平等、对话、尊重公众

意见的对话模型逐渐成为了科学传播的主流思

潮，呼唤公众与科学共同体平等沟通地位的开

启。对话模型的诞生变革了有德性科学传播的

伦理评判标准，过去强化科学权威的知识灌输

已经不再符合新时代的伦理价值导向，围绕平

等这一主旋律，主动理解公众意见与需求、吸

纳公众参与协商科技事务、平等尊重地方知识

等原则构成了对话模型下科学传播本征伦理的

注解。

从科学传播模型的演进趋势中不难看出，平

等与民主的思想正连接着当下与未来科学传播

的理念核心，并构成了第二重伦理评判的中心

要义。即在意义与价值层面，合乎伦理的科学

传播应当做到在行动中传达平等价值，发扬平

等主义精神，增进公众对科学的良好理解。由此，

科学传播应维系公众与科学家之间的平等地位，

在实践中尊重公众的实际理解能力，[14] 避免进

行边界工作加深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鸿沟。

（2）可用原则

科学传播所做的不能仅仅是“发出信息”，

更需要思考如何以非科学家能理解和使用的方

式有效地传播知识。这关涉到科学传播的另一

本征伦理：好的科学传播应当是可用的。可用

原则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之上：信息并不全都

是好的，有时它们是无用甚至有害的。例如，

数据倾倒（Data Dumping），一种将可能可用

的信息大量传递给受众的行为，被批判为会模

糊传播的意义，造成受众认知困难。[5]

可 用 原 则 整 合 了 两 个 方 面 的 伦 理 标 准：

可 理 解 性（Intelligibility） 和 受 众 相 关 性

（Relevance）。首先，一则信息可用的基础应当

是易于理解的，科学传播者应当使用合适的语

言来传播科学。即使是微小的语言特征也能改

变受众对科学交流的反映，[15] 使用高度专业化

的科学语言而忽略公众在认知模式和知识结构

上的差异，则会削减传播效果。以公共卫生领

域沟通为例，“临床试验”对于科学家来说代

表正式的科学研究设计，然而，非专业的公众

却将其理解为一种“试验并出错”的非正式测

试运行，[16] 专家在对科学术语有效“转译”上

的缺位，使得公众对这一概念持有了不同含义，

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随机临床试验的参与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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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低。在多数情况下，使用过度抽象的科学语

言难以为公众创造共通的意义空间，正如简明

语言运动所倡导的使用“外行人”用语进行写

作那样，[17] 科学传播者应当斟酌他们的语言，

使之能够提高科学知识的可及性。其次，信息

是否对于公众有用，还取决于受众相关性的满

足程度。科学传播应关乎受众所关心的生活侧

面，例如科技对于经济、健康、民生、政策方

面的影响，精准地设置议题。此外，科学传播

者还应进一步了解个体特质，例如对议题所拥

有的先验知识水平情况？存在哪些已有的与之

相关的看法？科学传播应当理解公众想知道什

么，期望被解答什么问题，以及是如何思考的，

并尽力促使科学信息与受众所愿意了解的议题

保持一致。

（3）时机原则

在科学传播中，“何时”进行传播与传播内

容“是什么”同样重要。时机性的伦理色彩源

自于进行传播的时间同样存在“正确性”。信

息生产在媒介逻辑的调节下不断加速，时效性

似乎成为了社交媒体时代传播领域更为深刻的

要求。然而，传播科学在本质上有别于传播新

闻，科学传播的要义并不在于对新近发生的事

件进行及时播报，而其社会价值根本取决于能

否有效地将科学广泛共享。因而，对传播科学

时机的评判并非在于简单的“快”，真正的问

题是，科学信息如何与时机因素拟合，从而最

大化有效地传播。

首先，思考时机意味着要从“了解受众”

跨越到“了解受众的需求和紧迫感”。（[18]，

p.48）科学传播中存在一个普遍没有充分发挥

作用的情境——即“需要知道”的情境：受众

在某些时刻希望得到一些信息、一些阐释，以

及需要科学传播者为他们的决策和行动提供所

需的东西，这些需求提示了科学传播的好时机。

20 世纪末，百日咳疫苗可能导致永久性脑损伤

的忧虑使得英国公众的信任急剧下降，彼时疫

苗接种率跌到 40%，相比之下，荷兰公众的信

心却并没有发生震荡。原因是，在迫切的疑虑

中，荷兰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RIV）立即采

取了行动，发布研究证明疫苗并未导致儿童疾

病，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疫苗在荷兰的争议危机。
[19]RIV 对公众所关心问题在关键时刻的及时切

入带来了好的效果，不同于新闻有着相对固定

的时机标准，科学传播中的时机是更为精细的、

契合受众需要的。

时机原则还意味着应当考虑特定时机传播

科学可能带来的益处或危害。在传播新兴技术

或自然灾害时，错误时机的传播可能导致公众

对科学产生扭曲的看法，背离传播初衷。以气

候变化传播为例，不考虑时机而过早传播气候

风险信息不但不能很好地激励行动，反而可能

令公众气馁，产生回旋镖效应。[20] 科学传播者

应当对时机进行评估，包括传播对象何时具有

能处理信息的知识储备水平？何时拥有对这个

传播采取行动的能力等等，若仅仅只是定时传

播信息，不顾时机因素对传播效果的影响，是

难以称之为合乎伦理的。

图1  科学传播伦理的多维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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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学传播多维伦理内涵的构建

综上所述，一方面，科技伦理、传播伦理

和社会伦理等其他领域的伦理规范构成了科学

传播伦理的第一重评判。另一方面，超越上述

伦理之外的体现科学传播自身特征的本征伦理

则构成了科学传播伦理的第二重评判。由此，

如图 1 所示，本研究认为科学传播存在以本征

伦理为核心，科技、传播、社会和其他领域中

适宜的伦理原则为重要组成的多维伦理内涵。

科学传播不仅与多个领域存在紧密关联，通过

对广泛领域进行融合，科学传播还打开了新的、

独特的伦理空间。这一完整的伦理范畴既能把

握科学传播区别于其他传播实践的根本特质，

指导科学传播在任务与价值评判上符合伦理正

当性，又能帮助其充分协调与其他相关领域的

利害关系。

二、实践模式：
复杂伦理情境中的融贯权衡

实践哲学倡导在对法律哲学、政治哲学以

及伦理学，尤其是不同类型的应用伦理学进行

规范性研究之外，还需要包含针对组织实践的

现实研究，因为在讨论诸如伦理学中的规范和

条例时，如果不考虑实际行动中的条件、背景

和 内 部 结 构， 就 将 失 去 意 义。（[21]，p.235）

科学传播伦理研究不能局限于讨论伦理内涵，

即“我们应该做什么”，而需要进一步迈向“使

用中”的伦理研究，探索讲伦理科学传播的实

践原则。因此，本研究继而聚焦行动者如何

将他们的科学传播行为与复杂的伦理原则相关

联，并最终作出合理的决策。

1. 科学传播伦理的理论范式基础：义务论

与功利主义

伦理学理论研究存在美德伦理、功利主义、

义务论、社群主义等主流研究范式，[22] 其中，

义务论、功利主义等主张制定原则、准则、制

度等规范以指导行为道德合规的理论属于规范

伦理学，而美德伦理、社群主义等注重个体自

身道德品质、倡导通过培养内在德性引导实践

的理论则属于德性伦理学范畴。面对两大研究

取向相异的理论流派，科学传播伦理研究应当

因循何种范式？这需要辩证地分析二者的优劣

与关系。在现代社会结构和道德运行机制下，

规范伦理通过提供具有一般概括意义的道义要

求和外在约束，具有了普遍性的实践指导作用。

而德性伦理主张的良好品德作为一种内在的精

神状态，似乎难以提供具体行动的指导。[23]

与此同时，德性作为一种“获得性品质”，又

需要以规范为基础，在遵循规范的过程中逐渐

习得。因此，本研究认为因循规范伦理范式，

对科学传播伦理构建普适性实践应用模式更为

适当。

义务论（Deontology）最早可以追溯至西

方哲学家康德，包含“义务的绝对性”和“道

德的普适性”两重重要内涵。康德认为，道德

义务是绝对性的，称之为“无上命令”，有理

性的人应将伦理原则视为无条件的义务，自律

地遵循。对此，义务论主张行为的“正当性”

并不依赖于结果的“好”，而主要在于行为或

行为准则本身。[24] 同时，康德的伦理学还致力

于证明道德的普适性。他提出，一条道德原则

应当是普遍法则，使得每个决策者都可以用它

来评判何种行为是道德正确的。这一普适性也

映射出生活中存在这样一种底线伦理，即适用

于所有情境的，不因人群、目的而异的道义基

础、基本义务与普遍约束。[24] 但义务论又具有

一定局限性，黑格尔认为，义务论过于抽象和

缺乏层次性的缺陷，让它在面对不同方向的多

条伦理原则时很难给出完美的伦理抉择，其强

调行为动机、忽略行为结果的理论导向也存在

割裂理性与实践的弊病。

以边沁、密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伦理范式

（Utilitarianism）则聚焦于行为后果，认为行为

道德合规与否在于能否达到最大的效益，只有

在结果上实现了“最大的善”时，它才是道德

上正确的。[8]边沁的功利原理指出，“所谓功利，

就是趋向幸福和快乐，背离痛苦与不幸”，并

通过计算对比结果快乐和痛苦的大小，进而指

导人们的行为。功利主义的本质是效果论，根

据行为后果来判断道德与否。其价值在于它能

在利益冲突的两难处境中引导行动者以整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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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为重，通过权衡后果迅速作出决策，而这一

后果论导向也具有与义务论协调互补的作用。

（[22]，p.174）功利主义的弊端在于，一方面，

对整体利益的追求可能导致忽略少数人或局部

利益。另一方面，功利主义认为动机本身没有

善恶的区分且仅强调行为的结果，这一世俗化

的、现实的、相对的伦理精神 [25] 可能导致一

些行为在结果上符合利益而道德上违背伦理乃

至法律。

2. 结合义务论与功利主义的融贯权衡实践

原则

不难看出，尽管义务论和功利主义都是颇

具指导意义的伦理范式，但二者仍存在弊病，

单一理论框架难以为充满复杂伦理关系和利益

冲突的科学传播作出完美的伦理指引。科学传

播的义务论伦理立场主张可普遍化的道德律

令，即好的科学传播应当严格遵循各项伦理原

则，然而，实践中科学传播的伦理问题却远不

像义务论规定的这么简单。

公开透明是科技伦理的重要内涵，“透明

科学”时常被框定为伦理建议：科学家必须诚

实。[26] 由此，科学传播似乎应当对科研进展

及科技社会影响作出客观全面的揭示。那么，

科学传播应当向公众直接展露技术的不确定性

吗？在一次转基因技术的科学传播中，研究者

发现，科学家对待不确定性的态度更为包容，

并向公众传达了不该追求绝对安全而放弃技术

进步的观点。[27] 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尽管科

学家客观真诚地阐释转基因技术的不确定性，

试图缓解公众的忧虑，但评论区中却不乏“中

国人是十四亿小白鼠！反正我不吃！”等与传

播初衷背道而驰的不良反馈，“透明科学”原

则在这里反而加剧了公众因缺乏技术掌控感而

产生的焦虑情绪。康德的义务论把动机、意图

作为价值合理的全部评价依据，然而这并不符

合日常生活的道德实践，传播者在动机层面做

到了主观善，却未能在结果层面实现客观善，

因而也无法评价其为完美符合伦理与德性的科

学传播。

在实践领域，没有任何一种伦理学说能够

直面所有问题与挑战，但却可以从各种思想中

攫取长处以克服单一理论的局限性。美国伦理

学家汤姆·比彻姆（Tom Beauchamp）和詹姆

士· 邱 思 卓（James Childress） 在 建 构 生 命 医

学伦理原则时，并不单纯地采用演绎法或归纳

法，而采取了整合两个方面的融贯主义方法。[28]

融贯主义并不将单一的理论直接应用到具体的

伦理实践情境，而是强调原则的普遍性，构建

对不同情境都具有指导意义的分析框架。融贯

主义主张应有序地关联不同伦理规范并形成融

贯的系统，进而应用到具体实际以作出道德判

断。甘绍平教授进一步提出了伦理的融贯主义

权衡模式，构建了由融贯主义方法论发展而来

的伦理权衡架构。（[29]，pp.201-205）对此，

本研究认为面对科学传播的复杂伦理情境，可

以采用融贯主义方法构建科学传播伦理的实践

模型。即以义务论和功利主义为融贯基点，吸

纳功利主义“整体利益最大化”和义务论“底

线伦理”核心理念，搭建一个相互充实、互为

支撑的伦理抉择框架。

3. 融贯权衡原则下讲伦理的科学传播实践

模式

复杂的当代社会为科学传播提出了越来越

多的伦理规范，科技、传播、社会、本征伦理

有时难以将科学传播引导至同一方向。（[21]，

p.257）例如，精确性伦理要求传播的知识尽可

能全面、精确、严谨，而可用原则又需要信息

在语言上保持可理解，在内容选择上做到受众

相关。直面现实世界中的各种情况，传播者需

要评估在特定情境下哪些原则更具有相关性，

哪些原则更具有份量，以便平衡整体效用与伦

理要求。（[18]，p.95）为此，本研究构建了一

个以融贯权衡原则为核心的伦理实践模式，以

此阐明复杂情境下获得合乎伦理的科学传播规

范的实践流程。

如图 2 所示，该实践模式将全面性伦理输

入、伦理批判标准和情境化伦理决策三者有序

结合，提供了从伦理标准到伦理推理的全链路

实践流程，对于科学传播面临的伦理与现实复

杂性问题具有较好的应用优势。

首先，在伦理输入上，该模式主张科学传

播主体应对相关伦理准则拥有细致全面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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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不论是科技工作者、媒体从业者亦或是

“UGC 科学传播者”，开展合乎伦理的科学传播

需要对科技、传播、社会等相关伦理及科学传

播本征伦理内涵有明晰的认知与储备，熟悉科

学传播的道德、社会与政治规范，确保将各类

伦理要素完整地纳入进来。

第二，在伦理评判标准上，该模式采用义

务论的“正义底线”与功利主义的“整体利益

最大”原则。一方面，义务论立场确定了底线

伦理在道德次序上“第一位的”核心地位，这

一要求是普遍的、适应各种情境的，是科学传

播伦理合规的先决条件，确保科学传播无论何

时都能坚守科技向善、动机诚实、尊重人权、

平等公正。另一方面，功利主义又赋予了这一

体系以相当的灵活性，科学传播者能够针对不

同目标与受众，弹性地调整伦理边界与科普策

略，促进利益相关者幸福的最大化。

第三，在伦理决策上，该实践模式以融贯

权衡为分析架构。由于实践伦理深嵌于微妙的

现实语境之中，对于科学传播而言，决策的情

境和细节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将情境因素作

为伦理决策的关键变量，实现“普遍性”和“特

殊性”的协同统一，这将有助于作出各类伦理

原则间的权衡。

剖析前述各类伦理失范案例不难发现，不

论是贺建奎事件还是回形针事件，其主要成因

均为科学传播者缺乏充分的伦理原则认知和伦

理敏感性，以及对义务论所规定的“底线伦理”

的漠视与罔顾。科技新闻记者编辑缺乏对基因

编辑科技伦理的基本认识，因而也更遑论能够

把握这一伦理底线；以回形针为代表的一些科学

传播自媒体，时常丧失“价值观正确”这一道

伦理底线。因此，各科学传播主体要像新闻把

关成为一种职业程序一样，将对底线伦理的审

查与把控上升为科学传播伦理实践的必要流程。

使用框架等传播技巧组织科技信息本无可

厚非，框架还能起到梳理信息、增进理解、满

足可理解性本征伦理的作用。然而，纳米科技

支持者在建构框架时的争议真正在于，其行为

的实质是仅从群体的自身利益出发，过分追求

了局部利益而非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致使公众

权利的让渡与社会伦理的失范。而对于转基因

技术科学传播场景中透明原则的“副作用”问

题，则是出于专家们刻板依循义务论范式，缺

乏融贯功利主义的权衡过程，导致恪守透明原

则的“动机善”酿成了公众恐慌的“结果恶”。

对此，直面“现实世界”中各种原则与利

益的拉扯交锋，融贯权衡分析架构主张科学传

图2  融贯权衡原则的科学传播实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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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应在秉持伦理底线前提下，锚定具体传播情

境，展开实践的协调与权衡。对于新兴科技议

题，使用框架传递鲜明的、易于理解的信息有

时比均质的传播更有裨益；而面对涉及多方利

益的复杂开放议题，旨在说服公众、减少争议

的干预性叙事则可转变为增进理解、促进知情

辩论的服务性叙事，而非暗示科学信息迫使决

策。同理，当公众的先验知识较少、科学素质

水平偏低时，传播科技的不确定性应顾及公众

接纳程度、适应性地裁剪信息的难度与形式；

当公众对转基因技术形成基本认知后，将权衡

的尺度倾向精准科学和透明科学的伦理要求，

则能让公众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技术风险与隐

患、作出更具自主性的决定。即对于此类伦理

实践场景，融贯权衡原则给出了这样一条清晰

的操作路径：以保障科技透明底线为前提，科

学传播者应随着目标受众认知水平与科学素质

的提高，逐步展露不确定性的完整图景，以确

保不同传播阶段的动态调整都能实现伦理与利

益的均衡提升。

结      语

过去的研究将大量的精力聚焦在了提升科

学传播的有效性上，而对科学传播何以合乎伦

理的探讨则少得多，事实上，仅仅考虑提升科

学传播的效能是不够的，这种有效性需要合规

的伦理进行调节。科学传播是一门“交叉学科”，

其议题源自科学，技能源自传播，影响作用于

社会，伦理规范则相当一部分地来源于这些领

域。然而，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科学传播不

能仅仅把科学、传播与社会结合起来，还必须

考察自己本身的道德立场，界定合乎伦理的独

特标准，共同构成科学传播伦理的多维内涵。

转向应用视角，这些复杂的伦理原则如何

实际地指导科学传播，使之成为合乎伦理的实

践？过往研究普遍蕴含义务论与实用主义倾

向，认为只要严密遵循伦理办事就能帮助行动

者解决所有现实问题。然而，科学传播实践所

面临的伦理与价值之间的张力问题却愈发难以

回避，无法为其设定一套放之四海皆准的行动

规范。对此，本研究摒弃了过往的惯有路径，

并不通过提出伦理原则来规定科学传播应该怎

么做，而是基于融贯权衡的方法，为科学传播

者提供了一种伦理思考模式，为科学传播实践

提炼出了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伦理推演“工

具”，帮助科学传播者更好地驾驭科学传播伦

理的复杂性。

然而，面对复杂的科学传播伦理抉择情境，

要做到伦理合规，不仅要依赖以功利主义整体

利益最大化作为操作导向，其具体何以作出决

策，更有赖科学传播主体自身德性的外显及实

践智慧的闪光，因此，未来对于德性伦理如何

指导激发和培养个体德性及“共同善”意识研

究，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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